
武汉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　第６８卷 第３期

［３］　管　斌（２０１０）．混沌与秩序：市场化政府经济行为的中国式建构．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．
［４］　汉密尔顿、杰伊、麦迪逊（１９８０）．联邦党人文集．程逢如等译．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．
［５］　蒋悟真（２０１１）．我国预算法修订的规范分析．法学研究，２．
［６］　林毅夫（２０１４）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，１．
［７］　刘剑文（２０１４）．论财政法定原则———一种权力法治化的现代探索．法学家，４．
［８］　刘剑文、陈立诚（２０１４）．预算法修改：从“治民之法”到“治权之法”．中国财政，１８．
［９］　罗　伊（２０１１）．公民社会与善治之关系的再思考．载何增科、包雅钧主编．公民社会与治理．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

社．
［１０］马　骏（２００４）．新绩效预算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，８．
［１１］诺　斯（１９９２）．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．厉以平译．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．
［１２］王绍光、马骏（２０１１）．走向“预算国家”：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．载马骏、谭君久、王浦劬主编．走向“预算国家”：治理、

民主和改革．北京：中央编译出版社．
［１３］王锡锌（２００７）．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———一个理念与制度分析的框架．北京：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．
［１４］朱大旗（２０１４）．完善人大对政府预算全方位的审查监督制度．法学杂志，２．
［１５］Ｋｏｏｉｍａｎ（１９９１），Ｓｏｃｉａｌ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　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：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　ａｎｄ　Ｄｅｓｉｇｎ．Ｐｕｂｌｉｃ　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，１．

　■作者地址：刘剑文，北京大学法学院；北京１００８７１。Ｅｍａｉｌ：ｊｉａｎｗｅｎｌｉｕ＠ｖｉｐ．ｓｉｎａ．ｃｏｍ。

　■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（１３＆ＺＤ０２８）

　　财政分税制与地方预算自主权　　

　　熊　伟

就其逻辑结构而言，《预算法》主要调整财政权力的横向配置，预算编制、审批、执行和监督，依次排
列。把握这条主线，整部法律纲举目张，一目了然。其实，在主线之外，还有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副线，即
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预算关系。只是，当《宪法》尚未对此清晰界分时，《预算法》不得不保持低
调，仅仅确认“国家实行中央与地方之间分税制”、“一级政府一级预算”，其他内容则语焉不详。本文以
地方预算自主权为题，旨在发现《预算法》的另一面，为规范央地财政关系寻觅新机。

一、“一级政府一级预算”的法律玄机

“一级政府一级预算”并非《预算法》首创。《宪法》第六十二和六十九条早已确认，全国人大负责审
批国家预算；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审批本行政区域内的预算。如果不能成为独立的预算主体，地方
政府就无权编制和报送预算草案，地方权力机关也无权审批预算草案。如此，即便地方政府仍然存在，
它所执行的也只是国家预算的一部分。这样的地方政府缺乏财政独立性，其收入和支出都不能自己决
定，事实上只相当于中央的分支机构（刘剑文，２０１３：１７１）。
可以作为类比的是，按照《预算法》的要求，政府预算由部门预算组成，意味着各个政府部门都要编

制预算。政府预算审批通过后，财政部门在规定时间内需要批复部门预算。在实践中，部门预算需报同
级人大常委会审议，批复之后还要向社会公开。即便如此，仍不能说政府部门是独立预算主体。这是因
为，政府部门没有独立的收入，没有独立的支出。部门编制、报送、执行预算的过程，只是政府预算的一个
环节，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地方作为独立的预算主体，意味着它能够自主编制预算，自主审查和批准预算，自主执行生效的预

算。只是，在这个问题上，《宪法》第六十二条疑点多多。既然全国人大审批“国家预算”，如果国家预算
包括地方预算，地方预算报本级人大审批还有何意义？事实上，１９９２年《国家预算管理条例》就是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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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思路设计的。由于预算草案逐级向上汇总，每一级人大审批的预算都包括下级预算，如此一来，乡
镇预算需经从中央到乡镇五级人大审批，毫无意义（刘剑文、熊伟，２００１：５２－５９）。好在１９９４年《预算法》将
各级人大审批的对象限定在本级政府预算，对地方总预算只是进行审议，解决了地方预算地位的瑕疵。

只不过，用这种方式解释宪法仍显牵强。

１９９３年《预算法》虽确认了“一级政府一级预算”，但“不具备设立预算条件的乡、民族乡、镇，经省、
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确定，可以暂不设立预算”。基于这一规定，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遍实行“乡财县
管”，将乡镇预算纳入县级预算管理，由县级人大审批。《预算法》修改后删除了这一内容。虽然仍允许
县级政府代编乡镇预算，但是代编的预算仍需经乡镇人大审批，且代编要经过省级政府批准。相比《预
算法》修改前允许不设立预算，这种照顾现实的折中仍然是一种进步。

总之，“一级政府一级预算”的确立，地方获得了独立的预算权，编制、审批、执行预算的职能都在地
方。不过，能够编制、审批和执行预算，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独立性，并不意味着地方对于收支有独立
的决定权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，哪些收入可以编入预算，预算支出的范围和标准如何，有赖于政府间财
政收支划分。正因为如此，分税制更能影响地方预算自主权。

二、分税制：地方预算自主的前提

《预算法》虽然界定了预算收支范围，但这只是针对同一级次预算的复式结构，不涉及不同级次政府
预算的收支划分。该法第二十九条规定，“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有关收入和支出项目的划分、地方向中
央上解收入、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或者转移支付的具体办法，由国务院规定，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委员会备案。”因此，尽管《预算法》确认财政分税制，但具体内容仍需国务院规定。不过，既然要在央地
之间划分收支，与“一级政府一级预算”相对应，分税制的大方向应该是财政分权，而不是取消地方的预
算自主权。
地方预算自主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，一是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预算法律地位，第二方面的含义是地方

政府在分税制确定的范围内，能够自主决定开支项目和开支标准。地方是否有权创造收入形式，如开征
地方税、征收规费等，这取决于国家财税分权体制。如果是，则表现为地方的收入自主权。否则，就只能
按照既定规则应收尽收。《预算法》修改后，“一级政府一级预算”原则确保每一级地方政府都享有独立
的预算资格。我国自１９９４年开始实行分税制①，目的也是要划分财政收支，确立地方独立的预算权限。
只是由于分税制改革不彻底，地方收入自主权几乎完全被剥夺，支出方面也受制于事权划分的不明确，
导致地方预算的自主空间逼仄（罗春梅，２００４：１１－１３）。

例如，虽然分税制确认地方税的存在，但是为实现全国税政的统一，地方税的开征、停征权在中央，
税收减免权也全面上收，地方只有税收征管和分享的权力。政府性基金的开征权在中央，行政事业性收
费的设定权也在中央。在支出方面，地方不仅事实上承担着原本属于中央事权的司法、社保等支出，即
便确属地方事权，“中央请客、地方买单”也十分普遍。公务机构的设立和编制中央定，公务员和事业单
位工资津贴中央批，各种对地方的达标检查和一票否决，都体现了地方财政支出的附属性。即便在预算
执行的过程中，如果中央的偏好发生改变，地方也会调整预算方案，以体现与中央政策立场的一致。
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“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”，有助于深化分税制改革，规范

政府间财政关系。遵循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“依法治国”原则，凡属中央事权，地方无需承担；凡属
地方事权，中央无权干涉，二者之间应该通过法律明确界分。事权确定后，财政支出责任迎刃而解，财政
收入划分也有了基准（徐键，２０１２：４３－５８）。为了维护地方预算自主权，转移支付的结构也需要调整，以弥
补地方财力为目标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应占绝对比重，以政策调节为目标的专项支付只能充当配角。按
照这种安排，即便是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，地方也可以根据需要自主调配。不难看出，这种思路已经不
限于预算自主，而是在轻叩地方财政自治的大门。

·９·

①参见《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》（国发［１９９３］８５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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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地方预算自主ｖｓ地方财政自治

除了独立编制、审批和执行预算，以及在收入支出方面的自主权，地方预算自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
的含义，即地方政府能否通过举债自求预算平衡，以及是否具有独立的财政责任能力，对自己举借的债
务独立负责。《预算法》修改后，赋予地方有限的举债权。之后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
的意见》要求，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有偿还责任，中央实行不救助原则。“救助”一词不同于“偿还”，
它本身就是主体分立的产物，意味着中央没有偿还义务。平心而论，中央过去长期深度参与地方财政事
务，地方缺乏预算和财政自主权，要求地方对债务自负其责，甚至强调不救助，有悖法理。但如果面向未
来，只要能建构完善的法律制度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立、预算自主，即便是单一制体制下也并非不可能
（熊伟，２０１４：６１－６８）。
地方预算自主权要求的不只是独立履行预算程序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法律授权范围内，地方可以自主

组织预算收入，自主安排预算支出，自主进行预算管理，也需要自主承担法律责任。这样的自主空间已
经超过了预算本身，覆盖了地方财政的方方面面，实际上就是财政自治（戴小明，２００１：１９－２５）。在中国目前
的宪制模式下，结合分税制改革的要求，只要中央与地方事权能法定，并区分二者的财政支出责任，合理
设计转移支付制度，地方的财力和财权将会清晰，财政责任也会因此明确。之所以要求通过立法，而不
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决定，就是希望建立稳定权威的规则体系，让地方摆脱中央的不当干涉，自主决
定其预算与财政问题。
当然，尽管“一级政府一级预算”，但每一级地方未必享有同等法律地位。现行分税制方案所涉及的

分权，只落实到中央与省，省以下地方政府并没有独立的地位，其财政权取决于省级政府。即便将来制
定财政收支划分法，明确每一级政府的财政权限，也不大可能让每一级地方享有同等地位。例如，可以
考虑，省级政府享有开征新税的权力，地级市政府享有开征政府性基金的权力，县级政府享有征收行政
事业性收费的权力。至于举债权，虽然目前《预算法》所做的控制有其必要性。但是，随着地方财政的健
全以及债券市场的完善，作为地方预算权的一部分，举债权逐渐下放应该是趋势。与此同时，为防止财
政风险扩散，可以引入政府破产偿债机制，要求地方政府自担责任。

四、地方政府预算自主权的界限

探讨地方政府的预算自主权，必然涉及我国单一制宪制模式。和一般单一制国家不同，我国地方政
府的设立和职权直接由宪法规定，“一级政府一级预算”的法源也是宪法。国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充
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原则，地方政府既向地方权力机关负责，受其监督，也受中央政府领导，听其指
挥。从实际的执行来看，前者属于民主成分，后者属于集中机制，民主集中制在央地关系中得到体现（马
岭，２０１３：２－１４）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在探讨地方政府的预算自主权时，不可以忘记设定法律界限。既然《宪
法》赋予国务院领导地方政府的职责，赋予全国人大监督地方人大的职责，地方预算的编制、审批、执行
和监督，就不可能随心所欲。
在《宪法》的指导下，地方预算必须遵守中央制定的法律。现在的《预算法》，将来的政府间收支划分

法、财政转移支付法，都将成为地方预算的行为准则，对地方预算既是授权也是限制，既是约束也是保
护。例如，政府的收支划分法定后，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对应，地方的事权明确，财政收入渠道稳定，财
政支出范围自然清晰。如果要求地方代为履行中央事权，中央则需转移支付相关费用，不允许“中央请
客、地方买单”。中央对地方财政事务的干预，如批准地方举债、规范地方支出的标准和程序、启动财政
监督机制，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。相比国务院直接决定地方财政事务，这种法治模式体现了地方参
与，具有稳定性、权威性和可预测性，更加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。
在立法过程中，基于宪政制度、历史传统、现实国情，到底能赋予地方多大的预算自主，需要妥善衡

量。联邦制国家的做法不同于单一制国家；单一制国家里，地方自治又不同于中央集权。我国形式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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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自治，但又早已不是中央集权制，而是一种分权模式①。只不过，关于怎么分权，我国还未找到有效
路径。例如，在财政收入方面，除了中央明确允许的财源，地方能否开征地方税？这方面我国一直非常
保守，担心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。在财政支出方面，受民主集中制观念所致，中央通过法律、行政法
规、部门规章，甚至规范性文件，对地方的工资福利、行政费用、办公用房、楼堂馆所、政府采购、财政投资
等，都提出了很多约束性或指导性标准。可见，即便确认地方预算自主权，事实上，地方权力的大小仍然
取决于中央。
基于财政自治的设想，地方能否在预算收入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？能否自主决定开支标准和

程序？能否根据财政需要自行举借债务？笔者认为，对于具有外溢效应的收入形式，如增值税、所得税
等，的确应该中央统一立法。但是，纯粹地方性的收入形式，如房地产税，可以交由地方自主决定。即便
是中央立法的项目，在税率或扣除方面设计一些弹性，让地方相机决定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至于财政支
出，如果纯属地方事权，一般都应由地方决定，没有必要中央审批。举债方面，由于目前地方财政地位不
明，内部机制不完善，中央可以施加必要控制。但是，举债本身是市场行为，应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，同
时通过完善的法律建构，确认地方对债务自主负责，中央只在特殊情况下予以救助（陈斌，２０１３）。
总之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，在处理地方预算问题时，虽然必须承认地方权力的有限性，地方只能在法

律授权范围内行事，但是，一旦授权范围明确，地方拥有充分的自由空间，可以自主决定。在具体问题
上，中央可以影响地方，但不能强制地方执行。

参考文献：
［１］　陈　斌（２０１３）．地方债大摸底：有限政府的契机．南方周末，２０１３－９－２０．
［２］　刘剑文（２０１３）．强国之道：财税法治的破与立．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．
［３］　刘剑文、熊　伟（２００１）．预算审批制度改革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．法学家，６．
［４］　罗春梅（２００４）．地方政府预算自主权的缺失问题研究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，１０．
［５］　马　岭（２０１３）．我国现行《宪法》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．云南大学学报（法学版），４．
［６］　熊　伟（２０１４）．地方债与国家治理：基于法治财政的分析径路．法学评论，２．
［７］　徐　键（２０１２）．分权改革背景下的地方财政自主权．法学研究，３．

　■作者地址：熊　伟，武汉大学法学院；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。Ｅｍａｉｌ：ｗｈｕｔａｘ＠１２６．ｃｏｍ。

　■基金项目：司法部２０１２年部级研究课题（１２ＳＦＢ２０４６）

　　地方债危机：中央政府“救”与“不救”的权衡　　

　　华国庆

地方举债一直是财政法的敏感话题。《预算法》修改前，原则上不允许地方发行债券。２００９年以
来，国务院推行地方债发行改革试点，先后采取了“中央代发代还”、“地方自发、中央代还”和“地方自发
自还”三种模式，并积累了一定的风险管理经验。相较于“中央代发代还”、“地方自发、中央代还”，地方
债“自发自还”制度有利于厘清地方债发行权和责任的归属，建立权责相一致的地方债管理机制。与此
同时，地方债“自发自还”也是抑制财政风险放大的有效制度措施。不过，在《预算法》修改的过程中，受
欧美债务危机和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显现的影响，决策者们举棋不定，左右为难，修改方案一度处于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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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，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，法国实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地方分权改革。２００３年，地方分权的原则被写
入法国宪法。至此，在保持单一制的同时，法国由传统的中央集权成功转变为地方分权。参见［法］让－玛丽．蓬蒂埃：《法国行政分
权视阈中的地方公共团体研究》，施思璐译，载《天津行政学院学报》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，第１０３～１１１页。


